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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chemic stroke is a major disease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worldwide and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The key to the occurrence of ischemic stroke is the formation of carotid plaques and the rupture of vulnerable plaques, 
leading to vessel stenosis or occlusion, which results in brain tissue ischemia.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are the main non-invasive imaging techniques 
used to assess the stability of carotid artery plaqu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forementioned imaging 
examinations and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arotid vulnerable plaque features and cerebral ischemic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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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范围内，缺血性脑卒中是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更是导致人群致死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缺血性脑卒中发生
的关键因素是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和易损斑块的破裂，导致血管狭窄或闭塞，造成脑组织缺血。磁共振成像、计算机断层扫
描血管造影（CTA）、超声血管检查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是主要几种用于评估颈部动脉斑块特征的非侵入性成
像技术。论文就上述影像学检查的技术特点进行分析，并对颈动脉易损性斑块特征与脑缺血性事件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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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是全球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中

80% 由脑缺血性损伤引起 [1]。作为大脑主要的供血动脉，颈

动脉的狭窄或闭塞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主要因素。研

究表明，大约有 20％ ~30％的缺血性脑卒中由颈动脉斑块

破裂导致的动脉栓塞引起 [2]。目前，颈动脉狭窄程度被认为

是划分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唯一影像学标准 [3]。然而

更多的研究显示，相对于狭窄程度而言，对颈动脉斑块特征

的识别在预测脑卒中事件方面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 [4]。与

卒中风险密切相关的斑块被称为易损斑块。是否存在易损斑

块是预测卒中风险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预防缺血性脑卒

中，准确识别易损斑块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血管超声成像、CT 血管成像、磁共振成像和正

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等影像学技术已被应用于颈动脉斑块的

检测。这些技术能够揭示斑块的形态、成分构成以及斑块的

代谢活动，对疾病的准确诊断及治疗提供了直接证据。

论文就不同影像学技术在颈动脉易损斑块评估中的应

用进行分析，并探讨易损性斑块的特征与缺血性脑卒中之间

的相关性，论述如下。

2 颈动脉斑块的易损性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多种原因导致的颈动脉壁慢性炎症

反应，其致病特征主要在于斑块的发展。颈动脉斑块可分

为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易损斑块）。目前，易损斑块
[5] 主要有 : 斑块内出血（Intraplaque	Hemorrhage	，IPH），

富含脂质的坏死核心（Lipid-rich	Necroticcore， LR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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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或 破 裂 的 纤 维 帽（Thinned	Ruptured	Fibrous	Cap， 

TRFC），钙化、斑块表面不规则或溃疡、斑块内新生血管

及炎症反应。易损斑块与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

3 颈动脉易损斑块的影像学评价

3.1 血管超声成像
血管超声因其无创伤、花费低等优势常作为评估颈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首选检查方式。但其检查结果也常受

操作者水平和血管变异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医学影像技术

的 发 展， 对 比 增 强 超 声（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已经成为评估颈动脉易损斑块的有力工具。CEUS

可以准确描绘颈动脉斑块的不规则性，通过静脉注射微气泡

对比剂，颈动脉斑块内新生血管的情况也可以被准确评估。

一项研究显示，CEUS 检测到的斑块内新生血管是缺血性卒

中患者卒中复发的重要且独立的预测因子 [6]。血管内虚拟组

织学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Based	Virtual	Histology，

IVUS-VH）是一种新型超声分析仪器，可通过不同的颜色

代表斑块内不同的成分。研究表明，VH-IVUS 对斑块成分

的诊断准确率高达 72%~92%[7]。此外，VH-IVUS 技术还可

以在颈动脉支架置入术中提供额外的影像信息，帮助医生更

准确地选择支架尺寸和种类，评估支架的置入效果，并对可

能出现的并发症及时发现和处理，这可能进一步降低术后卒

中的风险 [8]。

3.2 CT 血管成像（CTA）
CTA 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及较短的图像采集时间，

提供了血管狭窄程度的良好信息，同时它还能清楚地显示出

颈动脉斑块的形态。斑块成分可以根据不同的 CT 值进行分

类。钙化很容易通过其高密度（平均约 250 HU）来识别，

有研究表明CTA对钙化的识别优于磁共振成像及超声检查。

但对斑块内出血的诊断还存在争议，有研究显示斑块内出血

的 CT 值较低，介于	-17~+31 之间 [9]；而不同的观点则认为

斑块内出血的密度与结缔组织相似 [10]。虽然 CTA 在颈动脉

斑块成分的评估上有显著的价值，但也有一些局限性：如辐

射暴露、注射碘化造影剂和血管血流动力学评估。未来的研

究将进一步应用 CTA 评估药物对斑块的治疗效果，以及预

测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风险。

3.3 磁共振成像
近年来，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HR-VWI）技术的

发展，为深入研究颈动脉斑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HR-

MRI 可以准确的显示血管狭窄程度和斑块成分，从而有效

识别易损斑块 [11]。陈蓓蕾等 [12] 通过对比术前 HR-MRI 检查

与术后病理结果发现，两者对于易损斑块的检测具有高度一

致性。大量研究也表明 [13]，HR-MRI 较超声、CTA 等对于

易损斑块成分的检出具有明显的优势。因其独特的优势，被

认为是检测颈动脉斑块的金标准 [14]。尽管已有众多研究证

实了 HR-VWI 在评估颈动脉斑块特征以及预测发生缺血性

脑卒中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前瞻性

研究来进行验证。

3.4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
PET 成像能够无创性地识别颈动脉斑块内的炎症程

度，这是易损斑块的关键特征之一。使用 18- 氟脱氧葡萄糖

（FDG）作为示踪剂，18F-FDG 能在激活的巨噬细胞中选择

性聚积，从而显示出活跃的炎性反应 [15]，进而识别不稳定

斑块。研究表明，易损斑块患者较稳定斑块患者会积累更多

的 18F-FDG，因此可通过 18F-FDG 来判断斑块的稳定性 [16]。

PET 与磁共振成像（MRI）的结合，即 PET-MRI，提供了

一种新的成像模式，斑块的形态和代谢信息可以被同时获

得。这种结合利用了 PET 在分子水平上的高灵敏度和 MRI

在软组织对比度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更加的全面评估斑块 

特征 [17]。

4 颈动脉斑块易损性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

4.1 斑块负荷
斑块负荷（Plaque	Burden）是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血

管内所占的面积或体积比例，可以更好的反映动脉粥样硬化

的严重程度。在过去，卒中的风险评估主要基于管腔狭窄程

度，而深入研究发现，随着颈动脉斑块体积的增大，为了保

持大脑足够的供血量，相应的动脉管腔也会适当的扩张。此

时与狭窄程度相比，斑块负荷更能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18]。 

且有研究表明，相对于血管狭窄程度，斑块负荷可以提供更

多的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信息 [19]。Luo 等人 [20] 研究结

果显示，颈动脉斑块负荷的体内 MRI 测量值与相应的离体

MRI 测量值高度一致。Zhao 等人 [21] 研究报道，颈动脉斑块

负荷与同侧急性脑梗死体积显著相关，而与颈动脉狭窄程度

无关。最近的一项关于斑块负荷的研究发现，当颈动脉斑块

厚度≥ 1.5mm 时，患者容易出现急性脑卒中 [22]。Lu 等人 [23]

的一项研究显示，相对于短暂性脑缺血患者，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的斑块负荷更大。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准确识别和评

估斑块负荷对于预防和管理缺血性脑卒中极为关键。

4.2 IPH 
IPH 被视为评估斑块脆弱性的核心影像学参数，在 IPH

中，由于病理条件导致的红细胞渗漏和局部铁质沉积，使斑

块变得十分脆弱，同时 IPH 加速了 LRNH 的进展，从而使

斑块变得更加脆弱 [24]。Yang 等人 [25] 的研究表明，T1 加权

图像上颈动脉斑块内出血的信号强度与急性脑梗死相关。同

时，组织病理学研究也证实 IPH 是未来缺血事件的有力预测

因子 [26]。Schindler 等人的一项 Meta 分析显示：基线时 IPH

的存在均增加了同侧卒中的风险，并且独立于狭窄程度 [27]。 

除此之外，一篇关于颈动脉支架术后新发同侧缺血性病变的

研究显示，术前大量的斑块内出血还与术后新的同侧缺血性

病变有关 [28]。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 [29]，IPH 的存在与卒中

的发生相关，且 IPH 有望成为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健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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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易损斑块的标志物。这些研究均表明 IPH 与斑块的进展

有关，是缺血性脑卒中的预测因素。

4.3 LRNC 和 TRFC
LRNC 和 TRFC 的存在增加了斑块的易损性。LRNC 是

由胆固醇晶体和凋亡细胞的坏死碎片组成的，TRFC 则是分

隔内部结构的一层纤维结缔组织 [30]。这两项指标对卒中的

发生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当颈动脉

斑块 LRNC 体积＞ 40% 时，明显增加卒中的风险 [31]。同时，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LRNC 面积若超过血管壁面积 40%

则可提示斑块破裂的高风险，从而增加卒中风险 [32]；FC 的

破裂使LRNC暴露于腔内血液，从而进一步加重卒中的发生。

研究发现，FCR 的存在使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了

近 6 倍 [33]。

4.4 CA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中，钙化（CA）的角色一直备

受讨论。一种观点认为钙化是易损斑块中的一个“保护性”

成分，它可能有助于防止斑块的破裂 [34]。一项针对包括

2239 条颈动脉和 9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 [35] 显示，颈动脉斑

块中钙化的存在减少了同侧脑缺血性事件的发生概率。然而

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众多研究开始挑战旧有理论，指出钙

化的存在可能会对斑块稳定性造成影响。Barrett 等人的一项

研究显示，微钙化、点状钙化可导致斑块破裂，导致脑缺血

性事件的发生 [36]。一项病理学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37]，

在稳定斑块中片状钙化更常见，而微钙化，碎片状，结节状

和点状钙化常见于不稳定斑块中。此外，Xu 等人 [38] 研究表

明，多发钙化还与斑块内出血独立相关，可进一步加速了脑

缺血性事件的发生。

4.5 斑块溃疡和表面不规则
颈动脉斑块的表面形态，主观上可分为光滑、不规则

或溃疡的斑块 [39]，溃疡型斑块的定义为宽度大于 1mm 的内

膜缺损，暴露斑块的坏死核心 [40]。斑块溃疡会增加斑块易

损性，导致脑缺血性事件的发生。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存在

溃疡的颈动脉斑块使卒中发生概率增加 2.2 倍 [41]。不规则的

斑块形态可能导致血流紊乱，血流的持续冲击致斑块破裂，

导致卒中的发生。王勤粒等人 [42]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认为斑块表面不规则与脑缺性事件相关。

4.6 新生血管与炎症
既往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过程中，斑

块内新生血管和炎症反应是两个关键因素，它们与缺血性脑

卒中的发生、发展和预后有很大的关系 [43]。斑块内新生血

管可以导致斑块破裂，造成缺血性脑卒中发作。炎症反应会

使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出现功能障碍，诱发脑血管病。研究

表明钆对比剂增强磁共振成像可用于显示斑块微血管，目前

认为斑块的强化可能与新生血管形成及血管通透性增加有

关。斑块内炎症的检出主要依靠 PET 影像技术。18F-FDG

经常作为炎症的替代标记物。Chaker 等人 [44] 的一项 Meta

分析显示，颈动脉 18F-FDG 摄取增加与近期的同侧脑缺

血相关。此外，近期的一项研究探讨了颈动脉斑块炎症的

PET 显像与 5 年再发卒中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基线时斑块

的 18F-FDG 摄取可以独立预测 5 年内同侧复发性缺血性卒 

中 [45]。因此，有效的评估斑块内炎症和新生血管对于预防

脑缺血性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5 结论与展望

本综述分析了不同影像学技术在颈动脉斑块易损性评

估中的应用，并探讨了易损性斑块特征与缺血性脑卒中之间

的相关性。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对斑块成分的识别变得更加

精准，这对于预测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至关重要。未来，多

模态血管成像技术将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影像组学与人工

智能的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斑块特征的识别和分析效率，

实现对斑块特征的自动化和定量化分析，更精准的预测卒中

风险。

颈动脉斑块易损性的影像学评估在卒中预防和管理中

具有重要价值。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期待能够更加准确的识别卒中高风险患者，制定更有效

的预防和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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